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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ＡＩ准备对员工工作重塑的双路径影响机制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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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基于调节定向理论，通过对制造业企业员工收集的３阶段３９８份问卷数据进行分
析，探究了组织ＡＩ准备这一ＡＩ变革前期的组织实践对员工工作重塑影响的双重动机机制。
研究结果表明：学习动机在组织ＡＩ准备与员工促进型工作重塑关系间起部分中介作用，印象
管理动机在组织ＡＩ准备与员工防御型工作重塑关系间起完全中介作用；易变性职业生涯倾
向正向调节组织ＡＩ准备与员工学习动机和印象管理动机的关系，而且正向调节学习动机／印
象管理动机在组织ＡＩ准备与促进型工作重塑／防御型工作重塑关系间的中介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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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研究背景

人工智能（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ＡＩ）已成
为工业４．０的核心驱动力，正通过重构生产流
程、优化决策方式等路径深刻塑造着组织运营
体系和员工工作实践［１，２］。对组织而言，ＡＩ技
术在带来效率提升与决策赋能等机遇［３］的同

时，其应用也暴露出部分企业存在智能设施不
完善、员工ＡＩ适应性不足等结构性问题［４］，从

而阻碍智能设备与 ＡＩ技术在组织中的大规模
应用。鉴于此，在企业ＡＩ变革前期进行系统性
投入并构建面向ＡＩ转型的准备（即组织ＡＩ准
备）［５］，成为平衡技术红利与潜在风险的关键。
对员工而言，ＡＩ变革不仅重塑工作流程与任务
结构［６，７］，更对其角色边界与能力体系提出新要
求［８］，而员工的适应性直接关系到技术能否成
功落地［９］。由此，员工对ＡＩ技术的适应性不仅
影响其自身职业发展，也决定着组织能否顺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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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ＡＩ变革［４，１０］。然而，现有研究多聚焦于ＡＩ
落地后的应用情境，对组织ＡＩ准备这一ＡＩ变

革前期实践将如何影响员工认知和行为的系统

考察仍显不足。基于此，一个亟待回答的问题

是：在 ＡＩ变革前期，企业能否通过组织 ＡＩ准

备提升员工的适应性？

工作重塑作为员工对于组织变革适应性的

一种具体体现［９］，是指员工基于自身需求与主
观能动性对工作角色、工作关系以及工作环境

进行调整和再设计［１１，１２］。依据调节定向理论，

工作重塑可进一步划分为促进型与防御型两种

类型［１３］。前者强调员工通过积极获取资源、拓

展工作边界以实现职业成长；后者则侧重为规
避风险、维护既有条件而采取的审慎调整［１１，１３］。

为阐明ＡＩ变革情境下工作重塑的形成机制，已
有学者考察了组织 ＡＩ应用［１１，１４］、ＡＩ事件强

度［１５］和ＡＩ依赖性［３］等所带来的影响。但不难
发现，先前研究多聚焦于技术落地后的员工适

应性问题，而较少关注ＡＩ变革前期的组织准备

对员工工作重塑的作用。实际上，ＡＩ在组织中
的成功嵌入不仅依赖于后期的技术迭代，更以

前瞻性的组织 ＡＩ准备为基础［４，５］。鉴于此，有
必要在 ＡＩ变革的前期阶段，系统考察组织 ＡＩ
准备对员工工作重塑的作用机制及其边界，以

促进员工发展并提升组织变革实施效能。

调节定向理论指出，个体的行为受促进定

向与防御定向两个动机系统驱动［１６］。其中，前
者以追求理想与成长为导向，表现为对机会的

主动探索和对资源的创造性利用；后者则以规

避风险与保障安全为核心，体现在对潜在威胁
的警觉和对现状的维持［９，１７］。同时，技术变革等

组织情境因素会通过个体动机类型进而重塑其

工作行为［１７］。组织ＡＩ准备涵盖从技术更新到

文化建设的多维举措［１８］，可能通过激发员工的
促进与防御两种差异化动机，进而影响其工作

重塑。学习动机反映了员工主动获取知识、提

升能力的内驱动力［１９］，与促进定向的成长取向
相契合；印象管理动机则体现了员工为规避负

面评价而调整行为的工具性意愿［２０］，对应防御
定向的风险规避逻辑。鉴于此，本研究分别以

学习动机和印象管理动机作为促进定向和防御

定向的代理变量，以揭示组织ＡＩ准备如何影响
员工工作重塑。

此外，员工对技术变革的响应与适应呈现
显著个体差异性［１４］。依据调节定向理论，员工

对情境中机会和风险的差异化感知，会影响其
对促进型与防御型策略的选择［１６，１７］。然而，现

有研究尚未对在同一组织ＡＩ变革情境下，何种
个体特质可以解释员工调节策略选择的异质性

这一问题进行深入回答。易变性职业生涯倾向

作为个体主动规划职业路径、追求自我价值实
现的稳定职业倾向［２１，２２］，可能是理解动机系统

激活异质性的关键。具体而言，ＡＩ技术推动的
职业“无边界化”和“易变性”要求员工突破传统

职业路径［２３］，而易变性职业生涯倾向体现了员

工适应动态职业环境的心理资本［２４］。相较于低
水平者，易变性职业生涯倾向水平高的员工具

有更强的职业自主性与情境洞察敏感性［２２］，更

易识别组织ＡＩ准备对自身职业发展的意义，因
而易变性职业生涯倾向可能影响组织 ＡＩ准备

与员工促进型和防御型策略间的关系。鉴于

此，本研究引入易变性职业生涯倾向这一个体
职业特征，阐明个体职业倾向如何调节“技术－
人力”协同过程中“机会－风险”信号的传递效

应，从而回答组织ＡＩ准备何时更可能激发促进
型或防御型策略这一关键问题。

制造业是国家经济发展的基石，当下ＡＩ已

渗透并将持续渗透制造业各环节，深刻改变着
一线操作、研发和行政等岗位的工作任务和角

色［９］。由此，本研究立足于调节定向理论，基于

聚焦制造业企业的三阶段问卷数据，构建组织

ＡＩ准备影响员工促进型和防御型工作重塑的双

路径模型，以期揭示技术变革前期的组织ＡＩ准

备作用于员工工作重塑的心理机制和边界条件。

２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２．１　组织ＡＩ准备与调节定向理论

组织 ＡＩ准备是组织为 ＡＩ技术应用所做

的前瞻性投入与系统性准备［５］。例如，通过资
源供给、管理承诺与文化塑造等多维举措营造

技术变革的情境［１８］。尽管当下尚未有研究直接

探讨组织ＡＩ准备这一技术变革前期组织实践
对员工适应性行为的影响，但相关ＡＩ落地后组

织实践对员工作用效应的研究表明，组织变革

对员工具有积极和消极双重影响。例如：

ＺＨＡＯ等［３］依据趋近－回避系统理论发现，ＡＩ
依赖性既可以经由和谐式工作激情增强趋近型

工作重塑，也会因增加ＡＩ威胁感强化回避型工
作重塑；ＤＯＮＧ等［６］则基于压力认知评估理论

提出，组织ＡＩ应用通过挑战性评估提升创新性
工作行为，但却因阻碍性评估抑制该行为。此

外，ＣＨＥＮＧ等［１１］基于交易性压力理论的研究

表明，组织ＡＩ应用不仅通过挑战性评估增强促
进型工作重塑，也会通过阻碍性评估加剧防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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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工作重塑。近期，有研究通过社会信息加工
理论发现，ＡＩ创造力感知通过创造力自我效能

感和技术焦虑对创新行为具有促进和削弱的双

刃剑效应［２］。

调节定向理论指出，促进定向与防御定向
是驱动个体追求不同目标的两套动机系统［１６］，

且二者会因外部情境而触发，进而影响个体的
目标设定与行为策略［１６，１７］。一方面，组织ＡＩ准

备通过资源支持与技能升级为员工提供职业发

展机会；另一方面，也因其伴随的技术替代性与
工作不确定性给员工带来职业威胁［６］。由此，

调节定向理论关于情境所传递的机会或风险信

号会激活个体差异化调节定向系统的核心主

张［１６］，能够合理解释组织 ＡＩ准备带来的员工

差异化行为。

实际上，目前学者们已开始将调节定向理

论运用于组织 变 革 与 员 工 行 为 关 系 的 研

究［１４，１７］。例如：ＰＥＩ等［１７］发现，对于怕丢面子的

员工而言，基于ＡＩ的负面反馈不仅通过激发其

学习动机这一促进定向动机提升工作绩效，而
且还会通过增强其人际反刍这一防御定向动机

降低工作绩效。ＬＩＵ等［１４］则指出，促进定向能
够强化数字化转型对工作繁荣的作用进而提升

韧性，而防御定向则会强化数字化转型对工作不
安全感的影响从而降低韧性。鉴于此，本研究基

于调节定向理论推测，组织ＡＩ准备可能会同时

触发员工的促进型与防御型两种适应性策略。

究其本质，组织ＡＩ将会通过释放“机会－风险”双

重情境信号，激活员工的差异化调节定向系统。

此外，调节定向理论为解释个体差异与组
织情境的交互作用提供了理论支撑［１６］。在 ＡＩ
驱动的职业无边界化与易变性趋势下［２１］，易变
性职业生涯倾向可能会强化组织 ＡＩ准备与员

工促进型／防御型策略间的关系。由此，将个体
职业取向纳入分析，有助于揭示组织ＡＩ准备激

活差异化动机的边界条件，并进一步拓展调节

定向理论在ＡＩ变革场景中的应用。综上所述，

调节定向理论通过整合组织 ＡＩ准备这一多维

情境要素对员工适应性行为影响的动机机制以

及个体差异的调节作用，为技术准备阶段“技

术－人力”协同研究提供了理论基础。

２．２　学习动机的中介作用
学习动机是指个体为实现自我提升而主动

获取新知识与新技能的内驱力［２５］，其以能力提
升与自我改善的需要为动因［１９］，与促进定向的

成长取向相契合，因而可作为促进定向动机的
表征指标［１７］。基于调节定向理论，当组织 ＡＩ

准备传递出企业在技术、资源与文化层面对ＡＩ
变革的系统性支持等“机会”信号时，员工的促

进定向动机系统将被激活［１６］，故而增强其学习
动机。具体而言，组织ＡＩ准备对技术基础设施

与培训资源的投入，为员工探索新技术提供实
践载体［１８］，而学习门槛的降低和学习机会的增

加能够则提高其学习意愿。同时，管理者的ＡＩ
变革承诺与组织文化传递出技术赋能成长的信

号［５］，促使员工将ＡＩ变革视为职业跃迁的机会

而非威胁［６］，从而激发通过技能升级实现职业
发展的动机［１９］。此外，组织 ＡＩ准备所体现的

长期战略导向能够提升员工对学习投入的回报

预期［１８］，进而促使其通过学习新技能以匹配技

术变革需求。

进一步地，调节定向理论指出，在促进定向
驱动下，员工会积极寻求机会并采取有助于达

成理想状态的探索性行为［１７］。促进型工作重塑
本质上是员工通过主动调整任务边界、优化工

作方式以实现成长目标［１２］，其内涵与学习动机
所激发的行动结果相一致，这意味着促进型工

作重塑可能是学习动机的作用结果。究其原

因，学习动机促使员工设定并追求更具挑战性
的目标，进而探索改进既有工作的有效方法［１９］，

而这种积极探索正是促进型工作重塑的核

心［１３］。另外，学习动机通过提升员工的知识储

备和技能水平增强自我效能感，而高自我效能

感的个体更可能采取自我提升行为。同时，学
习动机还能激发满足感与成就感等积极情

绪［２６］，而这些积极情绪能够推动员工持续寻求
自我提升和成长机会，即表现为促进型工作重

塑。此外，既有研究亦表明，学习动机越强，员

工越愿意投入时间与精力获取新知识与新技

能［２５］。综合上述分析，组织 ＡＩ准备通过传递
“机会”信号激活员工的学习动机，学习动机则
进一步推动员工实施促进型工作重塑。由此，

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１　学习动机在组织 ＡＩ准备与促进
型工作重塑关系间起中介作用。

２．３　印象管理动机的中介作用
印象管理动机是指个体为塑造符合社会期

许与认可的形象而激发的工具性意愿［２７］，其核

心在于规避负面评价，与防御定向的安全维持
逻辑相一致［１６］，因此可作为防御定向动机的表

征指标。基于调节定向理论，当组织ＡＩ准备通
过技术部署传递出变革中的“风险”信号时，易

激活员工的防御定向动机［１６］，进而提升其印象
管理动机。具体而言：一方面，组织 ＡＩ准备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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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员工快速适应新技术标准与流程［５］，而对新
技能要求的担忧会使员工进入防御状态［１６］，倾

向以印象管理策略塑造适应性形象，进而降低
技术变革暴露能力不足的风险［２０］；另一方面，尽

管ＡＩ有助于降低企业的管理成本、提高工作效
率［２８］，但不可否认，组织 ＡＩ准备所带来的岗位

调整与绩效标准变化会增加员工对职业安全与

地位稳定的担忧［１１，１４］，从而增加员工通过印象

管理规避负面评价的动机［２７］。此外，在强调和

谐与关系导向的文化情境中，个体对互依自我
的关注更高［２９］，即更在意他人的评价，因而在组

织ＡＩ准备这一变革期更倾向维护自身在组织
中的形象。

进一步地，印象管理动机驱动个体进行印

象构建，即采取促使他人形成对自己特定认知
的行动［２７］。同时，基于调节定向理论可知，防御

定向个体的核心策略是以警惕性行为最小化偏

差风险［１３］。由此，在印象管理动机作用下，员工

倾向于通过配合组织安排、维持良好同事关系

来避免冲突与负面评价，从而维护自身在组织
中的形象和地位。实际上，在儒家文化所强调

的中庸与和谐的价值取向下［２９］，印象管理动机
对个体呈现出双重性影响。一方面，为避免被

贴上抗拒变革的标签，员工更愿意顺应组织要

求；另一方面，为避免暴露能力不足，员工往往
倾向选择风险可控的防御型策略（如防御型工

作重塑）［１１］。防御型工作重塑看似保守，却能通
过主动界定与控制工作边界来维持适应性形

象，既在形式上满足了组织对员工参与变革的

要求，又避免了因尝试突破能力边界失败而带
来的负面评价［１３］。此外，既有研究亦表明，在技

术变革压力下，员工对印象管理的工具性运用
通常表现为对现有工作模式的依赖［１０］，而这正

契合防御型工作重塑所体现的任务保护特

征［１１］。综合上述分析，组织 ＡＩ准备因传递“风

险”信号而增加员工的印象管理动机，而印象管

理动机又驱动员工采取可规避能力不足暴露的

防御型工作重塑［３０］。由此，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２　印象管理动机在组织 ＡＩ准备与
防御型工作重塑关系间起中介作用。

２．４　易变性职业生涯倾向的调节作用

依据调节定向理论可知，个体对情境的差
异化解读会激活不同的调节定向系统［１６］。职业

取向作为稳定的个体特质，反映着个体的工作
价值观［２１］。ＡＩ快速发展带来职业路径变得高

度不确定［２３，２４］，个体难以终身任职于一个组织
或在一条职业通路上发展［２２］。易变性职业生涯

倾向指员工在动态情境中主动规划并整合资源

以实现职业目标的职业取向［２２］。高易变性职业

生涯倾向的员工具备更敏锐的机会识别与把握

能力［２１］，更可能将组织 ＡＩ准备所释放的“机

会”信号转化为采取促进型策略的内驱力，从而
强化组织ＡＩ准备对学习动机的正向影响。具

体而言，高易变性职业生涯倾向的员工通常具

备前瞻性职业规划能力，能够主动解码组织ＡＩ
准备所蕴含的长期发展红利并提升对学习投入

的价值预期［２５］；同时，其较强的情境适应力有助
于突破传统职业束缚［２３］，在 ＡＩ赋能情境下积

极探索新型工作模式，进一步强化学习动机。

相比之下，低易变性职业生涯倾向的员工受职

业路径依赖所限［２２］，对技术变革的认知更聚焦
于短期风险，难以有效识别或利用组织ＡＩ准备

所提供的支持性资源［２１］，故组织 ＡＩ准备对其

学习动机的影响较弱。由此，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３ａ　易变性职业生涯倾向调节组织

ＡＩ准备与学习动机的关系，即易变性职业生涯
倾向越高，组织ＡＩ准备对学习动机的正向影响

越强，反之越弱。

同时，高易变性职业生涯倾向的员工具备
更强的职业敏感性与情境洞察力［２２］，倾向于主

动识别并评估组织情境中的潜在风险与挑战，

且能够通过自我管理和职业路径调整来适应职

场变化和组织要求。由此，他们更可能将组织

ＡＩ准备所携带的风险与规范信息内化为自我

约束与形象维护的动机［２０］，从而强化组织 ＡＩ
准备对印象管理动机的影响。具体而言，高易
变性职业生涯倾向的员工由于对组织 ＡＩ准备

的洞察更敏锐，更关注其对自身工作与职业发
展的影响，并倾向以与组织期望相一致的言行

降低在资源竞争加剧的技术变革情境中的职业

风险。相比之下，低易变性职业生涯倾向的员
工因职业路径依赖性较强且对外部变革的敏感

性较低，难以及时响应组织 ＡＩ准备，因此组织

ＡＩ准备对其印象管理动机的影响较弱。由此，

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３ｂ　易变性职业生涯倾向调节组织

ＡＩ准备与印象管理动机的关系，即易变性职业

生涯倾向越高，组织ＡＩ准备对印象管理动机的
正向影响越强，反之越弱。

在上述假设推导的基础上，本研究进一步

提出，易变性职业生涯倾向能够调节组织ＡＩ准
备通过员工学习动机对促进型工作重塑的间接

影响。高易变性职业生涯倾向的员工更能有效
识别并利用组织 ＡＩ准备所释放的“机会”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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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２２］，从而强化组织 ＡＩ准备对员工学习动机
的影响，进而表现出更高水平的促进型工作重
塑。由假设１可知，学习动机在组织ＡＩ准备与
促进型工作重塑关系间发挥中介作用；结合假
设３ａ，可进一步推论该中介效应受易变性职业
生涯倾向的影响。即易变性职业生涯倾向越
高，组织ＡＩ准备对学习动机的正向影响越强，

从而通过学习动机对促进型工作重塑的间接作

用效应亦随之增强。由此，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４ａ　易变性职业生涯倾向调节学习
动机在组织ＡＩ准备与促进型工作重塑关系间
的中介作用，即易变性职业生涯倾向越高，学习
动机的中介作用越强，反之越弱。

同理，本研究进一步提出，易变性职业生涯
倾向能够调节组织 ＡＩ准备通过员工印象管理
动机对防御型工作重塑的间接影响。高易变性
职业生涯倾向的员工因具备更强的职业敏感性

与情境洞察力，更能敏锐识别组织ＡＩ准备所蕴
含的“风险”信号［２２］，从而强化组织 ＡＩ准备对
员工印象管理动机的影响，进而表现出更高水
平的防御型工作重塑。由假设２可知，印象管
理动机在组织ＡＩ准备与防御型工作重塑关系
间发挥中介作用；结合假设３ｂ，可进一步推论
该中介效应受易变性职业生涯倾向的影响。即
易变性职业生涯倾向越高，组织ＡＩ准备对印象
管理动机的正向影响越强，从而通过印象管理
动机对防御型工作重塑的间接作用效应亦随之

增强。由此，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４ｂ　易变性职业生涯倾向调节印象
管理动机在组织 ＡＩ准备与防御型工作重塑关
系间的中介作用，即易变性职业生涯倾向越高，

印象管理动机的中介作用越强，反之越弱。

本研究的研究模型见图１。

图１　研究模型图

３　研究设计

３．１　研究样本和数据收集过程

本研究采用多时点问卷调查方法收集数

据。研究样本为３９８名主要来自浙江、湖北等

地正在进行数字化转型的制造业企业的在岗员

工。为减少共同方法偏差，本研究分３个阶段

进行数据收集，每次间隔一个月，时间集中在

２０２３年１０～１２月。在问卷发放前，由课题组

成员告知被试本研究的目的和作答的自愿性，

并保证相关信息的匿名性和保密性。具体阐述
如下：①阶段１（Ｔ１），通过各企业的人力资源部
主管邀请共８１５名被试报告组织ＡＩ准备情况、

自身的易变性职业生涯倾向和人口统计学信

息，该阶段回收问卷７０９份，问卷回收率为

８６．９９％。②阶段２（Ｔ２），联系Ｔ１返回问卷的被
试，邀请其评估自身的学习动机水平和印象管
理动机水平，该阶段回收问卷５３４份，问卷回收
率为７５．３２％。③阶段３（Ｔ３），再次邀请Ｔ２返回
问卷的被试填写促进型工作重塑和防御型工作

重塑问卷，本轮回收问卷４０３份，问卷回收率为

７５．４７％。最后将３个时间点的数据进行匹配合
并，剔除无效问卷５份，最终获得３９８份有效数
据作为分析样本。样本描述性统计见表１。

表１　样本描述性统计（Ｎ＝３９８）

变量 属性 频数
比重
／％

性

别

男 １７２　 ４３．２２
女 ２２６　 ５６．７８

年

龄

３０岁以下 １９１　 ４７．９９
３０～４０岁 １４７　 ３６．９３
４１～５０岁 ５４　 １３．５７
５０岁及以上 ６　 １．５１

学

历

初中及以下 ３１　 ７．７９
高中／中专 ４４　 １１．０６
大学专科 １００　 ２５．１３
大学本科 １９７　 ４９．５０
硕士研究生 ２１　 ５．２８
博士研究生及以上 ５　 １．２６
岗

位

级

别

普通员工 ２１９　 ５５．０３
基层管理人员 １０７　 ２６．８８
中层管理人员 ５８　 １４．５７
高层管理人员 １４　 ３．５２

变量 属性 频数
比重
／％

在本

单位

的工

作年

限

半年以下 ３７ 　９．３０
半年～１年 ４２　 １０．５５
２～３年 １３７　 ３４．４２
４～５年 ６０　 １５．０８
６～１０年 ８０　 ２０．１０
１０年及以上 ４２　 １０．５５

所

在

岗

位

研发 ４５　 １１．３１
采购 ９　 ２．２６
客服 ９　 ２．２６
营销 ２５　 ６．２８
企划 ８　 ２．０１
行政 ５２　 １３．０７
生产 ９６　 ２４．１２
财务 ２３　 ５．７８
人力资源 ６８　 １７．０９
其他 ６３　 １５．８３

３．２　变量测量
本研究中，各变量的测量指标均源于国内

外权威文献，为保证量表在中国情境下的适用
性，本研究严格按照翻译－回译程序对原始量表
进行翻译与修订。此外，在正式调研前，课题组
进行了预调研，共发放７４份问卷，根据填写者
关于题项设置、语言表述的反馈，对问卷进行修
订完善。问卷均采用Ｌｉｋｅｒｔ　５点计分法，１～５
表示从“完全不同意”到“完全同意”。

（１）组织ＡＩ准备　该变量的测量采用根据

ＨＯＳＳＡＩＮ等［３１］开发并结合组织 ＡＩ变革情境
进行改编的量表［５］，共４个题项，如“公司拥有
用于ＡＩ辅助项目的财务资源”等。本研究中，

该量表的Ｃｒｏｎｂａｃｈ’ｓα系数为０．９３０。
（２）易变性职业生涯倾向　该变量的测量

采用ＢＡＲＵＣＨ［３２］编制的量表，共７个题项，如
“我为自己的发展负责”等。本研究中，该量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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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Ｃｒｏｎｂａｃｈ’ｓα系数为０．９４５。
（３）学习动机　该变量的测量采用ＢＥＺＵＩ－

ＪＥＮ等［１９］开发的量表，共８个题项，如“在职责
范围内，我积极寻找改进工作的方法”等。本研

究中，该量表的Ｃｒｏｎｂａｃｈ’ｓα系数为０．９５１。
（４）印象管理动机　该变量的测量采用

ＷＨＩＴＥ等［３０］编制的量表，共９个题项，如“我
想给别人留下好印象”等。本研究中，该量表的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ｓα系数为０．９２２。
（５）促进型工作重塑　该变量的测量采用

ＢＩＮＤＬ等［１３］开发的量表，共１６个题项，如“我

积极承担更多任务”等。本研究中，该量表的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ｓα系数为０．９６９。
（６）防御型工作重塑　该变量的测量亦采

用ＢＩＮＤＬ等［１３］开发的量表，共１２个题项，如
“我尽量做自己擅长的工作”等。本研究中，该

量表的Ｃｒｏｎｂａｃｈ’ｓα系数为０．９１１。
（７）控制变量　以往研究表明，员工性别、

学历、职位等人口统计学变量也会对个体认知
及行为结果产生一定影响。鉴于此，本研究将

员工的性别、学历、岗位级别等相关变量作为控

制变量，并对控制变量进行相应的编码。其中，

性别分为两类，即男性编码为“１”、女性编码为
“２”；学历分为６类，即初中及以下编码为“１”、

高中／中专编码为“２”、大学专科编码为“３”、大

学本科编码为“４”、硕士研究生编码为“５”、博士

研究生及以上编码为“６”；岗位级别分为４类，

即普通员工编码为“１”、基层管理人员编码为
“２”、中层管理人员编码为“３”、高层管理人员编
码为“４”。

３．３　分析策略

本研究主要通过构建结构方程模型来检验

所提出的假设，所采取的统计分析策略如下：首

先，借助ＳＰＳＳ　２５．０软件工具检验同源偏差和
共线性，并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内部一致性信

度检验，并利用 ＭＰＬＵＳ　７．０软件工具进行区
分效度检验。然后，使用 ＭＰＬＵＳ　７．０软件工

具构建结构方程模型进行假设检验。最后，利

用偏差矫正的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法重复抽样５　０００次，

以９５％置信区间（９５％ＣＩ）进一步检验中介效
应、调节效应和有调节的中介效应。需要注意
的是，由于本研究是以企业为单位进行的数据

收集，数据存在嵌套结构，因而采用聚类稳健标

准误法来控制嵌套效应，具体为在模型检验的
结构 方 程 模 型 语 句 中 使 用 “ＣＬＵＳＴＥＲ＝

ＧＲＯＵＰ”“ＴＹＰＥ＝ＣＯＭＰＬＥＸ”和“ＥＳＴＩＭＡ－
ＴＯＲ＝ＭＬＲ”等命令消除数据非独立问题。

４　数据分析与研究结果

４．１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本研究采用 Ｈａｒｍａｎ单因素法检验是否存

在共同方法偏差。对所有测量项目进行未旋转
的探索性因素分析。结果显示：首个因子解释

３４．３４５％的整体变异量，表明本研究数据不存
在明显的共同方法偏差；同时，分别以促进型工
作重塑、防御型工作重塑为结果变量进行共线
性分析，发现所有变量的方差膨胀因子均低于

１．４１７，容忍度均大于０．７０６。这表明本研究所
选取变量之间不存在严重的共线性问题。

４．２　效度检验
本研究的验证性因素分析结果见表２。由

表２可知，与其他５个竞争模型相比，本研究假
设的六因子模型拟合效果最好（χ

２／ｄｆ＝２.４４０，

ＣＦＩ＝０.９７５，ＴＬＩ＝０.９６９，ＲＭＳＥＡ＝０.０６０，

ＳＲＭＲ＝０．０３４）。这表明本研究各核心变量具
有良好区分效度。

表２　验证性因素分析（Ｎ＝３９８）

因子模型 ｄｆ χ２／ｄｆ　 ＣＦＩ　 ＴＬＩ　ＲＭＳＥＡ　ＳＲＭＲ

六因子模型
（Ａ、Ｐ、Ｌ、Ｉ、Ｏ、Ｅ）

１３７　 ２.４４０　 ０.９７５　０.９６９　 ０.０６０　 ０.０３４

五因子模型
（Ａ、Ｐ、Ｌ、Ｉ、Ｏ＋Ｅ）

１４２　 ６.６３０　 ０.９００　０.８８０　 ０.１１９　 ０.０６４

四因子模型
（Ａ、Ｐ、Ｌ＋Ｉ、Ｏ＋Ｅ）

１４６　１１.９０３　 ０.８０２　０.７６８　 ０.１６６　 ０.０９７

三因子模型
（Ａ＋Ｐ、Ｌ＋Ｉ、Ｏ＋Ｅ）

１４９　１８.３７６　 ０.６７７　０.６３０　 ０.２０９　 ０.１２６

二因子模型
（Ａ＋Ｐ、Ｌ＋Ｉ＋Ｏ＋Ｅ）

１５１　３０.０８２　 ０.４５３　０.３８１　 ０.２７０　 ０.１８３

单因子模型
（Ａ＋Ｐ＋Ｌ＋Ｉ＋Ｏ＋Ｅ）

１５２　３５.７３３　 ０.３４３　０.２６０　 ０.２９５　 ０.２２３

注：Ａ表示组织ＡＩ准备、Ｐ表示易变性职业生涯倾向、Ｌ表示学习动机、Ｉ
表示印象管理动机、Ｏ表示促进型工作重塑、Ｅ表示防御型工作重塑。

　　此外，本研究还通过平均方差提取（ＡＶＥ）

数值、组合信度（ＣＲ）对模型各变量进行聚合效
度检验（结果见表３）。结果表明：每个变量的

ＡＶＥ均大于０.５，且各变量ＡＶＥ 值的平方根
（从０．７５５～０．８９４）均高于该变量与其他变量的
相关系数；同时，各变量ＣＲ均高于０．７，表明本
研究模型中的６个核心变量均具有良好的聚合
效度。

４．３　描述性统计与相关分析
本研究中，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及各变量

间的相关系数见表３。由表３可知：组织ＡＩ准
备与学习动机、印象管理动机均呈显著正相关
（ｒ学习动机＝０.２４５，ｐ＜０.００１；ｒ印象管理动机 ＝０.１８３，

ｐ＜０．００１）；组织 ＡＩ准备与促进型工作重塑、

防御型工作重塑均呈显著正相关（ｒ促进型工作重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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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２９６，ｐ＜０.００１；ｒ防御型工作重塑 ＝０.２１８，ｐ＜
０．００１）；学习动机与促进型工作重塑、防御型工
作重塑均呈显著正相关（ｒ促进型工作重塑＝０.４６８，ｐ＜
０.００１；ｒ防御型工作重塑＝０.２６０，ｐ＜０．００１）；印象管理

动机与促进型工作重塑、防御型工作重塑均呈
显著正相关（ｒ促进型工作重塑 ＝０.２０２，ｐ＜０.００１；

ｒ防御型工作重塑＝０.２６５，ｐ＜０．００１）。相关分析结果
为假设检验奠定了基础。

表３　描述统计与相关分析（Ｎ＝３９８）

类别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１．性别
２．学历 ０．００５
３．岗位级别 －０．１９９＊＊＊ 　０．１６４＊＊

４．组织ＡＩ准备 －０．０８２ －０．０９４ －０．０６２　 ０．８７９
５．易变性职业生涯倾向 －０．１３７＊＊ －０．００４　 ０．０５０　 ０．５０４＊＊＊ 　０．８４８
６．学习动机 －０．１３４＊＊ ０．０６６　 ０．０８３　 ０．２４５＊＊＊ ０．３０７＊＊＊ 　０．８４４
７．印象管理动机 －０．１０４＊ －０．０３５ －０．０６０　 ０．１８３＊＊＊ ０．２２７＊＊＊ ０．４３９＊＊＊ 　０．７５５
８．促进型工作重塑 －０．１５３＊＊ ０．１３８＊＊ ０．２１５＊＊＊ ０．２９６＊＊＊ ０．３２３＊＊＊ ０．４６８＊＊＊ ０．２０２＊＊＊ 　０．８２１
９．防御型工作重塑 －０．１２０＊ ０．１７２＊＊ ０．１３５＊＊ ０．２１８＊＊＊ ０．２５３＊＊＊ ０．２６０＊＊＊ ０．２６５＊＊＊ ０．６３７＊＊＊　０．８９４
均值 ０．５７０　 ３．３７０　 １．６７０　 ４．１９７　 ４．０４８　 ４．０９５　 ３．７７２　 ３．９９２　 ３．６７８
标准差 ０．４９６　 １．０５２　 ０．８５３　 ０．７９６　 ０．７４１　 ０．７０５　 ０．７７６　 ０．７０１　 ０．７００
ＡＶＥ － － － ０．７７２　 ０．７１９　 ０．７１２　 ０．５７０　 ０．６７４　 ０．８００
ＣＲ － － － ０．９３１　 ０．９４５　 ０．９５２　 ０．９２１　 ０．９７０　 ０．９２３
注：＊、＊＊、＊＊＊分别表示ｐ＜０.０５、ｐ＜０.０１、ｐ＜０.００１（双尾检验），下同；对角线加粗显示为ＡＶＥ值平方根。

４．４　假设检验

４．４．１　中介效应检验
根据中介效应检验程序［３３］：首先，构建以组

织ＡＩ准备为自变量，以促进型工作重塑和防御
型工作重塑为结果变量，以员工的性别、学历和
岗位级别为控制变量的结构方程模型（直接效应
检验模型），检验组织ＡＩ准备对员工促进型工作
重塑和防御型工作重塑产生影响的总效应。有
关结果表明，在控制员工性别、学历和岗位级别
对工作重塑的影响后，组织ＡＩ准备能够显著正
向预测员工促进型工作重塑（β＝０.３１３，ｐ＜
０．００１）和防御型工作重塑（β＝０.２３５，ｐ＜０．００１）。
接着，在直接效应检验模型的基础上，加入

调节变量及其与自变量的交乘项、两个中介变
量（构建全效应检验模型），以检验本研究所提
出的中介效应和调节效应假设。需要说明的
是，在模型分析前，先将组织ＡＩ准备、易变性职
业生涯倾向进行标准化处理，再将标准化后的
组织ＡＩ准备与易变性职业生涯倾向相乘纳入
分析模型。分析结果表明，全效应检验模型拟
合良好（χ

２／ｄｆ＝２.００７，ＣＦＩ＝０.９８６，ＴＬＩ＝
０.９２９，ＲＭＳＥＡ＝０.０５０，ＳＲＭＲ＝０．０３０），具体
路径分析结果见表４和图２。有关结果表明，

在控制员工的性别、学历和岗位级别对工作重
塑的影响后，对促进路径而言：一方面，组织ＡＩ
准备能够显著直接正向预测员工促进型工作重

塑（β＝０.１４９，ｐ＜０．０１），但预测效应低于直接
效应模型；另一方面，组织ＡＩ准备对学习动机
具有显著正向影响（β＝０.１６１，ｐ＜０．０１），且学
习动机对促进型工作重塑具有显著正向影响

（β＝０.３７８，ｐ＜０．００１）。对防御路径而言：一方

表４　结构方程模型路径分析结果（Ｎ＝３９８）

路径 系数 标准误

组织ＡＩ准备→学习动机 ０．１６１＊＊ ０．０６１
学习动机→促进型工作重塑 ０．３７８＊＊＊ ０．０５２
组织ＡＩ准备→促进型工作重塑 ０．１４９＊＊ ０．０５０
印象管理动机→促进型工作重塑 ０．００４　 ０．０５９
易变性职业生涯倾向→学习动机 ０．２５４＊＊＊ ０．０４５
组织ＡＩ准备×易变性职业生涯倾向→学习动机 ０．１５９＊ ０．０６７
易变性职业生涯倾向→促进型工作重塑 ０．１０８＊ ０．０４９
组织ＡＩ准备×易变性职业生涯倾向→促进型工作重塑 －０．０６５　 ０．０４４
性别→促进型工作重塑 －０．０４５　 ０．０４２
学历→促进型工作重塑 ０．１００＊ ０．０４１
岗位级别→促进型工作重塑 ０．１６９＊＊＊ ０．０４２
组织ＡＩ准备→印象管理动机 ０．１４６＊＊ ０．０５６
印象管理动机→防御型工作重塑 ０．２０５＊＊ ０．０５９
组织ＡＩ准备→防御型工作重塑 ０．０９５　 ０．０６３
学习动机→防御型工作重塑 ０．０９８　 ０．０５５
易变性职业生涯倾向→印象管理动机 ０．１９０＊＊＊ ０．０５３
组织ＡＩ准备×易变性职业生涯倾向→印象管理动机 ０．２１２＊＊＊ ０．０５５
易变性职业生涯倾向→防御型工作重塑 ０．０９９　 ０．０５８
组织ＡＩ准备×易变性职业生涯倾向→防御型工作重塑 －０．１１１　 ０．０３９
性别→防御型工作重塑 －０．０４７　 ０．０４０
学历→防御型工作重塑 ０．１６３＊＊＊ ０．０４４
岗位级别→防御型工作重塑 ０．１１２　 ０．０７３

图２　理论模型结果①
　

面，尽管直接效应模型中组织ＡＩ准备可以显著
正向影响防御型工作重塑，但全效应检验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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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组织ＡＩ准备对防御型工作重塑直接影响并
不显著（β＝０.０９５，ｐ＞０．０５）；另一方面，组织

ＡＩ准备能够显著正向预测印象管理动机（β＝
０.１４６，ｐ＜０．０１），且印象管理动机能够显著正
向预测防御型工作重塑（β＝０.２０５，ｐ＜０．０１）。

为进一步检验假设１和假设２，本研究采用

５　０００次随机抽样的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法对学习动机、

印象管理动机的中介效应进行检验。如果效应
值的９５％ＣＩ包括０，则说明该效应不显著；反
之，则说明该效应显著。有关结果见表５。由
表５可知：学习动机在组织ＡＩ准备与促进型工
作重塑关系间的中介效应显著（β＝０．０５３，９５％
ＣＩ＝［０．０１８，０．０９１］）；印象管理动机在组织ＡＩ
准备与防御型工作重塑关系间的中介效应显著

（β＝０．０２６，９５％ＣＩ＝［０．００７，０．０５２］）。由此，假
设１、假设２得到支持。

表５　中介效应、调节效应和有调节的

　　中介效应检验结果（Ｎ＝３９８）

路径 效应值 标准误 ９５％置信区间

１．组织ＡＩ准备→学习动机→促进型工作重塑
间接效应 ０．０５３＊＊ ０．０２０ ［０．０１８，０．０９１］
有调节的中介模型

高易变性职业生涯倾向 ０．０９１＊＊ ０．０２６ ［０．０４５，０．１４１］
低易变性职业生涯倾向 ０．０１５　 ０．０２２ ［－０．０２７，０．０５３］
高低差异 ０．０７６＊＊ ０．０２８ ［０．０２０，０．１１９］

２．组织ＡＩ准备→印象管理动机→防御型工作重塑
间接效应 ０．０２６＊ ０．０１２ ［０．００７，０．０５２］
有调节的中介模型

高易变性职业生涯倾向 ０．０５４＊＊ ０．０１９ ［０．０２３，０．０９２］
低易变性职业生涯倾向 －０．００２　 ０．０１１ ［－０．０２４，０．０１７］
高低差异 ０．０５６＊＊ ０．０１９ ［０．０２４，０．０９２］

３．组织ＡＩ准备→学习动机
高易变性职业生涯倾向 ０．２４５＊＊＊ ０．０６４ ［０．１１９，０．３４７］
低易变性职业生涯倾向 ０．０４０　 ０．０５９ ［－０．０７４，０．１３７］
高低差异 ０．２０５＊＊ ０．０７０ ［０．０３７，０．２９６］

４．组织ＡＩ准备→印象管理动机
高易变性职业生涯倾向 ０．２９２＊＊＊ ０．０６６ ［０．１６４，０．４０４］

低易变性职业生涯倾向 －０．００８　 ０．０５９ ［－０．１１８，０．０９２］

高低差异 ０．３００＊＊＊ ０．０６３ ［０．１６６，０．３９４］

４．４．２　调节效应检验
由前文表４可知，易变性职业生涯倾向能

够显著调节组织 ＡＩ准备对学习动机和印象管
理动机的影响 （β学习动机 ＝０.１５９，ｐ＜０.０５；

β印象管理动机＝０.２１２，ｐ＜０．００１）。进一步地，本研
究绘制相关简单斜率图（见图３和图４）。由表

５和图３可知，对学习动机而言，当易变性职业
生涯倾向水平较高（＋１ＳＤ）时，组织ＡＩ准备显
著正向影响员工学习动机（β＝０．２４５，９５％ＣＩ＝
［０．１１９，０．３４７］）；当易变性职业生涯倾向水平较
低（－１ＳＤ）时，组织ＡＩ准备对学习动机影响不
显著（β＝０．０４０，９５％ＣＩ＝［－０．０７４，０．１３７］）；且
二者存在差异显著（β＝０．２０５，９５％ＣＩ＝［０．０３７，

０．２９６］）。由此，假设３ａ得到支持。

图３　易变性职业生涯倾向对组织ＡＩ准备与

　学习动机关系的调节作用
　

图４　易变性职业生涯倾向对组织ＡＩ准备与

　印象管理动机关系的调节作用
　

由表５和图４可知，对印象管理动机而言，

当易变性职业生涯倾向水平较高时，组织ＡＩ准
备显著正向影响员工印象管理动机（β＝０．２９２，

９５％ＣＩ＝［０．１６４，０．４０４］）；当易变性职业生涯倾
向水平较低时，组织ＡＩ准备对员工印象管理动机
影响不显著（β＝－０．００８，９５％ＣＩ＝［－０．１１８，

０．０９２］）；且二者差异显著（β＝０．３００，９５％ＣＩ＝
［０．１６６，０．３９４］）。由此，假设３ｂ得到支持。

由于Ｊｏｈｎｓｏｎ－Ｎｅｙｍａｎ（Ｊ－Ｎ）图能通过绘制
简单斜率的９５％ＣＩ，提供关于调节作用的更详
细信息，从而克服了描点法的局限性，因此为进
一步解释调节效应，本研究采用Ｊ－Ｎ图展示在
易变性职业生涯倾向不同水平下，组织ＡＩ准备
对学习动机和印象管理动机的作用效应及其显

著性范围（见图５和图６）。由图５可知，当易变
性职业生涯倾向大于－０．４７（标准化）时，组织

ＡＩ准备对学习动机作用效应的９５％ＣＩ不包括

０，且随着易变性职业生涯倾向水平的提升，该

正向影响逐渐增强。由此，假设３ａ得到进一步
验证。由图６可见，当易变性职业生涯倾向水
平大于－０．２４时，组织 ＡＩ准备对印象管理动
机作用效应的９５％ＣＩ不包括０，且随着易变性
职业生涯倾向水平的提升，该正向影响逐渐增
强。由此，假设３ｂ得到进一步验证。

·９７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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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５　易变性职业生涯倾向对组织ＡＩ准备与

　　学习动机关系的调节作用
　

图６　易变性职业生涯倾向对组织ＡＩ准备与

　　印象管理动机关系的调节作用
　

４．４．３　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检验

本研究采用偏差矫正的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法（抽样

５　０００次），分析易变性职业生涯倾向高和低两

种水平下，学习动机／印象管理动机在组织 ＡＩ

准备与促进型／防御型工作重塑关系间的中介

作用。由前文表５可知：就促进路径而言，当易

变性职业生涯倾向水平较高时，学习动机在组

织ＡＩ准备与员工促进型工作重塑关系间起显

著中介作用（β＝０．０９１，９５％ＣＩ＝［０．０４５，０．１４１］）；

当易变性职业生涯倾向水平较低时，学习动机在

组织ＡＩ准备与员工促进型工作重塑关系间的中

介作用不显著（β＝０．０１５，９５％ＣＩ＝［－０．０２７，

０．０５３］）；且二者差异显著（β＝０．０７６，９５％ＣＩ＝
［０．０２０，０．１１９］）。由此，假设４ａ得到支持。

就防御路径而言，当易变性职业生涯倾向

水平较高时，印象管理动机在组织ＡＩ准备与员

工防御型工作重塑关系间起显著中介作用（β＝

０．０５４，９５％ＣＩ＝［０．０２３，０．０９２］）；当易变性职

业生涯倾向水平较低时，印象管理动机在组织

ＡＩ准备与防御型工作重塑关系间的中介作用

不显著（β＝－０．００２，９５％ＣＩ＝［－０．０２４，

０．０１７］）；且二者差异显著（β＝０．０５６，９５％ＣＩ＝
［０．０２４，０．０９２］）。由此，假设４ｂ得到支持。

５　结论和讨论

本研究主要得出以下结论：①组织ＡＩ准备
通过双重动机机制影响员工工作重塑。具体而

言，学习动机在组织ＡＩ准备与促进型工作重塑

关系间起着部分中介作用，而印象管理动机在
组织ＡＩ准备与防御型工作重塑间呈现完全中

介效应，揭示了两种类型的工作重塑背后的异

质性动机机制。②员工职业取向会调节组织情
境对员工动机的影响强度。具体而言，与低水

平者相比，易变性职业生涯倾向水平高的员工

对组织变革更为敏感，因而易变性职业生涯倾
向能够强化组织 ＡＩ准备对学习动机和印象管

理动机的正向影响。③易变性职业生涯倾向进

一步强化动机在组织 ＡＩ准备与员工工作重塑
关系间的中介效应。具体而言，与低水平者相

比，易变性职业生涯倾向水平高的员工中学习

动机／印象管理动机在组织 ＡＩ准备与促进型／

防御型工作重塑关系间的中介效应均更强。这

表明职业动态适应能力强化了组织 ＡＩ准备在
“技术－人力”协同中的作用。

本研究的理论贡献主要在于：①尽管变革

前期的组织ＡＩ准备对数字化转型成效与员工
职业发展至关重要［４］，但其与员工适应性行为

的关系被先前研究所忽视。鉴于此，本研究将

分析视角前移至技术部署前期，揭示了组织ＡＩ
准备通过释放“机会－风险”双重信号，分别激活

促进与防御两类差异化动机并驱动促进型与防

御型工作重塑的内在机制，弥补了“技术准备－
行为响应”的理论不足。②分别以学习动机与

印象管理动机表征促进定向动机与防御定向动

机，验证了促进型与防御型工作重塑背后存在
异质性动机驱动的逻辑［１３］，并呼应了“ＡＩ自动

化－增强悖论”［３４］，即技术准备既能引发进取性

调整，也会带来规避性应对。基于此，本研究不
仅丰富了ＢＩＮＤＬ等［１３］提出的工作重塑双路径

模型，也为调节定向理论在技术变革情境中的
具体应用提供了实证支持。③将易变性职业生

涯倾向纳入技术变革研究框架，突破了先前以

控制点［１１］、开放性［９］等静态特质解释的局限。

本研究的结果表明，易变性职业生涯倾向高的

员工因对组织ＡＩ准备所释放的机会与风险信

号均更为敏感，从而增强了学习动机与印象管
理动机的中介效应。由此，本研究从职业取向

视角为理解在无边界化和易变性职业生态中，

技术变革对员工行为的影响为何呈现系统性异

质性提供了洞见。

·０８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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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的管理启示主要如下：①组织应重
视并系统推进 ＡＩ变革前期的准备工作。具体

而言：在技术层面，提前完善数据治理与安全标
准，配套岗位化训练环境与操作指南；在人力资

源管理层面，面向关键岗位开展ＡＩ情境化训练

营与“以岗定培”的微证书项目。同时，管理层
还需清晰传达变革愿景，设立跨部门ＡＩ治理与

赋能机制，并将“技术试点－经验复盘－规范固

化”纳入例行流程，以增强员工对 ＡＩ变革的信
心与安全感。②因岗因人实施差异化干预，针

对性激活“促进－防御”双动机路径。一方面，依

托学习平台与 ＡＩ技能认证，配套创新激励，强
化学习动机，支持员工主动拓展工作边界；另一

方面，建立包容且透明的容错机制，缓解对负面

评价的焦虑，并以“ＡＩ赋能成长”等组织叙事引
导风险规避转化为合规创新与流程优化，促成

动机的正向转化。③将提升职业自主性与整合

学习资源纳入人力资本战略，形成制度化的支
持闭环。具体而言：在制度层面，建立“技能－岗

位－绩效”动态反馈，将职业自主性与学习投入

纳入人才发展评估与晋升激励体系；在认知层
面，提供岗位化ＡＩ技能需求图谱与职业导航工

具，辅助识别能力缺口与成长路径；在行为层

面，推行弹性职业路径与内部流动，鼓励员工随
技术迭代自主规划并及时调整职业轨迹。

６　研究局限与展望

本研究也存在以下不足：①将组织ＡＩ准备

作为整体指标进行检验，可能会掩盖其多维构
念的差异化作用［１８］。未来研究可细分组织 ＡＩ
准备的各维度，并考察其独立效应及交互效应。

同时，本研究虽采用三阶段追踪设计捕捉技术
部署前期的短期效应，但组织ＡＩ准备具有动态

演化性，规划期、试点期、推广期等阶段，可能会

通过不同的信号机制来影响员工适应性行为，３
个月的观察期也许仍不太足以呈现组织 ＡＩ准

备与员工工作重塑间的长期动态关系。未来研

究可将追踪期延长至１年及以上，并检验不同
阶段的时变效应。②对学习动机与印象管理动

机的测量未充分嵌入ＡＩ变革情境，这可能难以

全面、精准地反映员工在组织ＡＩ准备情境中的
具体动机表征，从而弱化变量间的关系。未来

研究可进一步开发与 ＡＩ技术变革情境相匹配

的动机量表，以更精准地刻画员工在此情境下
的调节定向动机。③仅从职业取向视角考察了

易变性职业生涯倾向的调节作用，但个体差异
对双路径机制的影响亦可能受学习能力［６］、开

放性［９］等因素影响。未来研究可综合人格特质、

能力要素与职业发展阶段，构建复合调节模型，

提升组织变革对员工适应性行为影响的解释力

与外部效度。④仅聚焦于制造业，且样本主要是
来自华中与华东地区。鉴于ＡＩ在不同行业的渗
透路径与区域文化特质差异可能影响员工适应

性行为，因此未来研究可以在跨地域、跨行业情
境下开展长期追踪调查，以检验本研究模型的情
境边界与稳健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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ｊｏｂ：ｒｅｖｉｓｉｏｎｉｎｇ　ｅｍｐｌｏｙｅｅｓ　ａｓ　ａｃｔｉｖｅ　ｃｒａｆｔｅｒｓ　ｏｆ　ｔｈｅｉｒ

ｗｏｒｋ［Ｊ］．Ａｃａｄｅｍｙ　ｏｆ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Ｒｅｖｉｅｗ，２００１，

２６（２）：１７９－２０１．
［１３］ＢＩＮＤＬ　Ｕ　Ｋ，ＵＮＳＷＯＲＴＨ　Ｋ　Ｌ，ＧＩＢＳＯＮ　Ｃ　Ｂ，ｅｔ

ａｌ．Ｊｏｂ　ｃｒａｆｔｉｎｇ　ｒｅｖｉｓｉｔｅｄ：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ａｎ　ｅｘｔｅｎｄ－
ｅｄ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ｆｏｒ　ａｃｔｉｖｅ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ａｔ　ｗｏｒｋ［Ｊ］．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Ａｐｐｌｉｅｄ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２０１９，１０４（５）：６０５－６２８．
［１４］ＬＩＮ　Ｈ，ＴＩＡＮ　Ｊ，ＣＨＥＮＧ　Ｂ．Ｆａｃｉｌｉｔａｔｉｏｎ　ｏｒ　ｈｉｎ－

ｄｒａｎｃｅ：ｔｈｅ　ｃｏｎｔｉｎｇｅｎｔ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ｒｔｉｆｉ－
ｃｉａｌ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　ａｄｏｐｔｉｏｎ　ｏｎ　ｐｒｏａｃｔｉｖｅ　ｃａｒｅｅｒ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Ｊ］．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ｓ　ｉｎ　Ｈｕｍａｎ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２０２４，１５２：

１０８０９２．
［１５］ＢＡＩ　Ｊ　Ｙ，ＨＵＡＮ　Ｔ　Ｃ　Ｔ，ＬＥＯＮＧ　Ａ　Ｍ　Ｗ，ｅｔ　ａｌ．

Ｅｘａｍｉｎｉｎｇ　ｔｈｅ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ｏｆ　ＡＩ　ｅｖｅｎｔ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　ｏｎ　ｅｍ－

ｐｌｏｙｅｅ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ｏｕｔｃｏｍｅｓ：ｒｏｌｅｓ　ｏｆ　ＡＩ　ｒｕｍｉｎａ－
ｔｉｏｎ，ＡＩ－ｓｕｐｐｏｒｔｅｄ　ａｕｔｏｎｏｍｙ，ａｎｄ　ｆｅｌｔ　ｏｂｌｉｇ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ｖｅ　ｃｈａｎｇｅ［Ｊ］．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ｉｔｙ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２０２５，１２６：１０４１１１．
［１６］ＨＩＧＧＩＮＳ　Ｅ　Ｔ．Ｐｒｏｍｏ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ｒｅｇｕｌａｔｏｒｙ

ｆｏｃｕｓ　ａｓ　ａ　ｍｏｔｉｖ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Ｊ］．Ａｄｖａｎｃｅｓ　ｉｎ　Ｅｘ－

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　Ｓｏｃｉａｌ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１９９８，３０（２）：１－４６．
［１７］ＰＥＩ　Ｊ，ＷＡＮＧ　Ｈ，ＰＥＮＧ　Ｑ，ｅｔ　ａｌ．Ｓａｖｉｎｇ　ｆａｃｅ：ｌｅ－

ｖｅｒａｇｉｎｇ　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ｂａｓｅｄ　ｎｅｇａｔｉｖｅ　ｆｅｅｄ－
ｂａｃｋ　ｔｏ　ｅｎｈａｎｃｅ　ｅｍｐｌｏｙｅｅ　ｊｏｂ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Ｊ］．Ｈｕ－
ｍａｎ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２０２４，６３（５）：７７５－７９０．

［１８］ＴＥＨＲＡＮＩ　Ａ　Ｎ，ＲＡＹ　Ｓ，ＲＯＹ　Ｓ　Ｋ，ｅｔ　ａｌ．Ｄｅｃｏ－
ｄｉｎｇ　ＡＩ　ｒｅａｄｉｎｅｓｓ：ａｎ　ｉｎ－ｄｅｐｔｈ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ｋｅｙ　ｄｉ－
ｍｅｎｓｉｏｎｓ　ｉｎ　ｍｕｌｔｉ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ｏｎｓ［Ｊ］．Ｔｅｃｈｎｏ－
ｖａｔｉｏｎ，２０２４，１３１：１０２９４８．

［１９］ＢＥＺＵＩＪＥＮ　Ｘ　Ｍ，ＶＡＮ　ＤＡＭ　Ｋ，ＶＡＮ　ＤＥＮ　ＢＥＲＧ

Ｐ　Ｔ，ｅｔ　ａｌ．Ｈｏｗ　ｌｅａｄｅｒｓ　ｓｔｉｍｕｌａｔｅ　ｅｍｐｌｏｙｅｅ　ｌｅａｒｎ－
ｉｎｇ：ａ　ｌｅａｄｅｒ－ｍｅｍｂｅｒ　ｅｘｃｈａｎｇｅ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Ｊ］．Ｊｏｕｒ－
ｎａｌ　ｏｆ　Ｏｃｃｕｐ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ｎｄ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

２０１０，８３（３）：６７３－６９３．
［２０］ＢＯＬＩＮＯ　Ｍ　Ｃ．Ｃｉｔｉｚｅｎｓｈｉｐ　ａｎｄ　ｉｍ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ｍａｎａｇｅ－

ｍｅｎｔ：ｇｏｏｄ　ｓｏｌｄｉｅｒｓ　ｏｒ　ｇｏｏｄ　ａｃｔｏｒｓ？［Ｊ］．Ａｃａｄｅｍｙ
ｏｆ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Ｒｅｖｉｅｗ，１９９９，２４（１）：８２－９８．

［２１］ＫＯＮＧ　Ｈ，ＹＩＮ　Ｚ，ＢＡＲＵＣＨ　Ｙ，ｅｔ　ａｌ．Ｔｈｅ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ｔｒｕｓｔ　ｉｎ　ＡＩ　ｏｎ　ｃａｒｅｅｒ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ｉｌｉｔｙ：ｔｈｅ　ｒｏｌｅ　ｏｆ

ｅｍｐｌｏｙｅｅ－ＡＩ　ｃｏｌｌａｂｏ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ｐｒｏｔｅａｎ　ｃａｒｅｅｒ　ｏｒｉｅｎ－
ｔａｔｉｏｎ［Ｊ］．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Ｖｏｃａｔｉｏｎａｌ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２０２３，

１４６：１０３９２８．
［２２］高中华，麻芳菲，谭瑾．易变职业生涯定向：研究回

顾与展望［Ｊ］．心理科学，２０１８，４１（５）：１２２１－１２２６．
［２３］ＧＵＡＮ　Ｙ，ＡＲＴＨＵＲ　Ｍ　Ｂ，ＫＡＰＯＮＯＶＡ　Ｓ　Ｎ，ｅｔ　ａｌ．

Ｃａｒｅｅｒ　ｂｏｕｎｄａｒｙｌｅｓｓｎｅｓｓ　ａｎｄ　ｃａｒｅｅｒ　ｓｕｃｃｅｓｓ：ａ　ｒｅｖｉｅｗ，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ｇｕｉｄｅ　ｔｏ　ｆｕｔｕｒ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Ｊ］．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Ｖｏｃａｔｉｏｎａｌ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２０１９，１１０：３９０－４０２．
［２４］ＨＥＲＲＭＡＮＮ　Ａ，ＨＩＲＳＣＨＩ　Ａ，ＢＡＲＵＣＨ　Ｙ．Ｔｈｅ

ｐｒｏｔｅａｎ　ｃａｒｅｅｒ　ｏｒｉ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ａｓ　ｐｒｅｄｉｃｔｏｒ　ｏｆ　ｃａｒｅｅｒ　ｏｕｔ－
ｃｏｍｅｓ：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ｉｎｃｒｅｍｅｎｔａｌ　ｖａｌｉｄｉｔｙ　ａｎｄ　ｍｅｄｉａ－
ｔｉｏｎ　ｅｆｆｅｃｔｓ［Ｊ］．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Ｖｏｃａｔｉｏｎａｌ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２０１５，８８：２０５－２１４．
［２５］ＣＯＬＱＵＩＴＴ　Ｊ　Ａ，ＬＥＰＩＮＥ　Ｊ　Ａ，ＮＯＥ　Ｒ　Ａ．Ｔｏ－

ｗａｒｄ　ａｎ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ｖｅ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ｔｒａｉｎｉｎｇ　ｍｏｔｉｖａｔｉｏｎ：ａ

ｍｅｔａ－ａｎａｌｙｔｉｃ　ｐａｔｈ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２０ｙｅａｒｓ　ｏｆ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Ｊ］．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Ａｐｐｌｉｅｄ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２０００，８５（５）：

６７８－７０７．
［２６］ＦＲＥＤＲＩＣＫＳＯＮ　Ｂ　Ｌ．Ｔｈｅ　ｒｏｌｅ　ｏｆ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　ｅｍｏ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ｔｈｅ　ｂｒｏａｄｅｎ－ａｎｄ－ｂｕｉｌｄ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　ｅｍｏｔｉｏｎｓ［Ｊ］．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ｉｓｔ，

２００１，５６（３）：２１８－２２６．
［２７］ＬＥＡＲＹ　Ｍ　Ｒ，ＫＯＷＡＬＳＫＩ　Ｒ　Ｍ．Ｉｍ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ｍａｎ－

ａｇｅｍｅｎｔ：ａ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ｒｅｖｉｅｗ　ａｎｄ　ｔｗｏ－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

ｍｏｄｅｌ［Ｊ］．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Ｂｕｌｌｅｔｉｎ，１９９０，１０７（１）：

３４－４７．
［２８］陈丽萍，徐敏亚，刘圣明．工作场所生成式ＡＩ使用

对员工创造力的双重影响路径［Ｊ］．管理学报，

２０２５，２２（２）：３２６－３３５．
［２９］ＴＡＫＥＵＣＨＩ　Ｒ，ＴＥＳＬＵＫ　Ｐ　Ｅ，ＹＵＮ　Ｓ，ｅｔ　ａｌ．Ａｎ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ｖｅ　ｖｉｅｗ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Ｊ］．Ａｃａｄｅ－
ｍｙ　ｏｆ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Ｊｏｕｒｎａｌ，２００５，４８（１）：８５－１００．

［３０］ＷＨＩＴＥ　Ｋ，ＰＥＬＯＺＡ　Ｊ．Ｓｅｌｆ－ｂｅｎｅｆｉｔ　ｖｅｒｓｕｓ　ｏｔｈｅｒ－
ｂｅｎｅｆｉｔ　ｍａｒｋｅｔｉｎｇ　ａｐｐｅａｌｓ：ｔｈｅｉｒ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ｎｅｓｓ　ｉｎ　ｇｅｎ－
ｅｒａｔｉｎｇ　ｃｈａｒｉｔａｂｌｅ　ｓｕｐｐｏｒｔ［Ｊ］．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Ｍａｒｋｅｔｉｎｇ，

２００９，７３（４）：１０９－１２４．
［３１］ＨＯＳＳＡＩＮ　Ｍ　Ａ，ＱＵＡＤＤＵＳ　Ｍ，ＩＳＬＡＭ　Ｎ．Ｄｅｖｅｌｏ－

ｐｉｎｇ　ａｎｄ　ｖａｌｉｄａｔｉｎｇ　ａ　ｍｏｄｅｌ　ｅｘｐｌａｉｎｉｎｇ　ｔｈｅ　ａｓｓｉｍｉｌａｔｉｏｎ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ｏｆ　ＲＦＩＤ：ａｎ　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　ｓｔｕｄｙ［Ｊ］．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Ｆｒｏｎｔｉｅｒｓ，２０１６，１８（４）：６４５－６６３．
［３２］ＢＡＲＵＣＨ　Ｙ．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ｖａｌｉｄ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ａ

ｍｅａｓｕｒｅ　ｆｏｒ　ｐｒｏｔｅａｎ　ｃａｒｅｅｒ　ｏｒｉ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Ｊ］．Ｔｈｅ　Ｉｎ－
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Ｈｕｍａｎ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Ｍａｎａｇｅ－
ｍｅｎｔ，２０１４，２５（１９）：２７０２－２７２３．

［３３］温忠麟，叶宝娟．中介效应分析：方法和模型发展
［Ｊ］．心理科学进展，２０１４，２２（５）：７３１－７４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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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作者：赵琛徽（１９７０～），男，湖北孝感人。中南财经

政法大学（武汉市　４３００７３）工商管理学院／人才开发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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